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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循吏列传》中的吏治理想
□□ 王华宝

《史记》 七十列传中，《循吏列传》
是中国史学史上首部集中记述良吏群体
的专传，承载着司马迁对理想吏治的深
度思考。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有
言“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
无称，亦无过行”，寥寥数语勾勒出循吏
理政的最高境界。《循吏列传》并非孤立
的人物传记，而是一套兼具制度根基与
思想深度的治理范式，是中国传统吏治
理想的经典表达。

何谓“循吏”

“循吏”之名，首见于《史记》，其
核心在一“循”字。就字义而言，“循”
兼具双重内涵：一为奉法循理，即恪守
法度、遵循义理，是对官吏职业操守的
底线要求；二为因顺循化，即顺应民
情、遵循规律，是对治理能力的更高层
次的要求。二者合一，构成了循吏的基
本定义：既坚守法理原则，又善用教化
引导，在法度框架内实现无为而治。

《循吏列传》共载孙叔敖、子产、公
仪休、石奢、李离五位春秋战国名臣，
时间跨度从晋文公时期到春秋末年，地
域覆盖楚、郑、鲁等诸侯国。司马迁择
取这五人入传，并非简单罗列政绩，而
是通过不同类型的典型，构建出完整的
理想官吏画像。《史记》的循吏群像带有
鲜明的“应然”属性，它回答的是官吏
应当如何为政这一根本问题。所载的五
位人物各有侧重，孙叔敖善因俗而治，
子产长教化理政，公仪休守清廉边界，
石奢、李离重奉法殉道，成为后世两千
余年评判良吏的原型参照。

何以为范

司马迁笔下的循吏理想并非凭空产

生，而是植根于先秦至秦汉吏治制度的

长期演进，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的

出土，清晰展现了这一理想的源头。

1975年出土于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 11号

秦墓的《为吏之道》，是秦代基层官吏的

为官手册，也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系统吏

治规范文本。该简文共 51枚竹简，核心

内容为“五善”与“五失”。“五善”即

“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

善行、恭敬多让”，涵盖政治忠诚、职业

操守、行政能力、道德修养与人际伦理

五个维度；“五失”划定了官吏的核心行

为禁区，连同全篇其他行为禁忌，涵盖

了对民傲慢、贪财好利、擅权妄为、渎

职失察等十余类过失，几乎覆盖了基层

官吏违法失职的主要类型。《为吏之道》

并非纯任刑法的法家规范，其制度框架

源于法家的吏治思想，而伦理要求则大

量吸收了儒家的忠信、清廉、礼让等理

念。这种“外法内儒”的吏治规范，植

根于秦代“以吏为师”的制度环境。

如果说《为吏之道》是官方层面的

底线，是所有官吏都必须遵守的行为准

则，那么《循吏列传》则是史家层面的

理想。《为吏之道》的“五善”是循吏的

基础要求，而循吏的境界则是对“五

善”的超越与升华——从被动的制度约

束，转向主动的道德自觉；从机械地执

行法令，转向灵活的治理实践。司马迁

作《循吏列传》，有着深刻的现实关照。

汉初推行黄老“无为而治”，吏治宽缓、

民生安乐，形成了“吏治烝烝”的局

面；而随着国力强盛，多欲政治抬头，

吏治生态也随之发生变化。司马迁追忆

先秦循吏，本质是对汉初无为而治的回

望与肯定，也是对理想治理模式的呼

唤。从思想渊源来看，循吏“因循为

治”的核心理念，正源于黄老道家“我

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的治

道思想，是黄老政治在官吏群体身上的

人格化体现。

何以践行

《循吏列传》的价值，不仅在于树立

了理想人格，更在于提供了一套可践行

的治理方法。

因势利导、顺民而治。孙叔敖治

楚，最能体现这一特点。楚庄王嫌马车

矮小，下令加高门槛。孙叔敖并未强行

推行政令，而是建议加高里巷的门槛。

百姓为了通行方便，自然会加高马车，

既达成了政策目标，又避免了扰民。他

鼓励百姓进山采伐，利用河流运输，也

是顺应当地的资源禀赋与生产习惯，实

现了“不教而民从其化”的治理效果。

子产治郑，从“国乱，上下不亲”到

“门不夜关，道不拾遗”，靠的不是严刑

峻法，而是循序渐进的教化与引导，顺

应郑国的国情民情逐步施策。这种“顺

民而治”的思路，是循吏区别于苛吏的

核心特征：治理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改

造，而是因势利导的自然化成。

奉法循理、守正不阿。石奢为楚昭

王相，巡行途中遇杀人者，追及方知是

自己的父亲。他放走父亲后自系请罪，

认为“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

非忠也”，最终伏剑自刎。李离为晋文公

狱官，因误听案情错杀无辜。他拒绝晋

文公的宽赦，认为“理有法，失刑则

刑，失死则死”，最终伏剑而死。在二人

身上，法不再是君主的个人意志，而是

具有超越性的道义准则。他们所捍卫

的，不是某一位君主的权威，而是法律

本身的尊严。这种“法高于君”的精

神，是中国传统法治思想的精华，也将

“奉法循理”的内涵推向了极致。

清廉自守、不与民争利。公仪休为

鲁相，是清廉为官、不与民争利的典
范。他嗜鱼却不受宾客所赠之鱼，认为

“受鱼而免于相，则不能自给鱼，无受而
不免于相”，道出了为官者清廉与长远利
益的辩证关系。此外，公仪休看到自家
菜园的葵菜长得好，就拔了扔掉；看到
妻子织布技艺高超，就休掉妻子烧掉织
机，理由是“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
乎”——做官的人不能与百姓争夺生
计，不能利用职权挤占民生的空间。

修身垂范、化行于民。治理的最高
境界，是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影响民
众，实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教化
效果。《循吏列传》中的五位循吏无一不
是修身的典范：孙叔敖三得相而不喜，
三去相而不悔；子产为政宽猛相济，深
得百姓爱戴；公仪休清正廉洁；石奢、
李离以身殉法，彰显了制度的尊严。他
们不以政令强迫百姓，而以自身的言行
作为表率，使民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
化，最终实现社会秩序的自然和谐。

《循吏列传》虽篇幅不长，却是中国
史学史上首部集中记述良吏群体的专
传，开创了正史为循吏立传的书写传
统。自此以后，从《汉书》到《明史》
的二十四史中，绝大多数设有 《循吏
传》（或称《良吏传》《能吏传》）；《清
史稿》亦承袭此体例，形成了延续两千
余年的正史吏治书写传统。此外，循吏
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
化中的重要价值符号。一方面，它为历
代统治者提供了吏治建设的理想范本，
引导官员修身奉法、勤政爱民，成为约
束官员行为的道德标尺；另一方面，它
也塑造了民间社会对“好官”的集体想
象，成为民众评价地方治理的重要参
照。司马迁曾言，“法令者治之具，而非
制治清浊之源也”。真正的善治，从来不
是靠严刑峻法堆砌而成。《循吏列传》所
承载的，不仅是对古代良吏的追慕，更
是对理想吏治的追求。
（作者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

公共图书馆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
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也是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重要载体。当文明的火种
尚未播撒至澳大利亚大陆最西端时，广
袤的西澳大利亚州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尚属一片荒原——开发滞后、根基
薄弱，知识与阅读远未成为全民可及的
公共资源。1889 年，西澳大利亚州立图
书馆的前身维多利亚公共图书馆，在珀
斯一栋临时租用的银行楼宇中诞生。从
空间局促、藏书千余册的简陋阅览室起
步，这座图书馆恰似被点燃的阅读火
种，历经百余年，终成燎原之势。

殖民拓荒时期的火种初燃

19 世纪中后期的澳大利亚西部，尚
处于殖民拓荒阶段，经济依赖农牧业与
矿业支撑，现代公共文化体系近乎空
白。当澳大利亚东部各州已建起成体系
的公共图书馆与学术机构，阅读已成为
城市生活的寻常景致时，澳大利亚西部
的知识资源仍被教会与少数精英阶层垄
断，民间仅有零散的私人藏书，普通民
众几乎没有免费、稳定、开放的阅读渠
道。殖民拓荒的一手档案、原住民绵延
千年的文化印记、早期移民的集体记
忆，都在缺乏系统保存的环境下面临永
久散佚的风险。这片土地迫切需要一座
公共图书馆，来填补文化教育的空白。

1886 年，为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登基
50周年，西澳大利亚州殖民政府专项拨
款筹建公共图书馆，播下了第一粒文化
种子。1889 年 1 月 26 日，维多利亚公共
图书馆在临时馆舍正式开放，初始藏书
仅 1786册，却以“面向全民的参考阅览
机构”为定位，向所有民众敞开阅览大
门，在珀斯开辟出首个全民共享的文化
空间。初创时期的馆舍逼仄简陋，经费
时断时续，制度亦未健全，但这座“银
行里的图书馆”已然打破了知识垄断的
坚冰，让阅读与求知的微光第一次照进
普通民众的生活。此后，在首任首席馆
长詹姆斯·赛克斯·巴蒂的主持下，这
点微弱的火种迅速步入规范发展的轨
道。1904 年，场馆更名为西澳大利亚公
共图书馆，完成了从纪念性场馆向地方

公共文化机构的身份转变。随着 1913年

哈克特礼堂的落成，图书馆终于拥有了

长期稳定的馆舍，也成为珀斯当之无愧

的城市文化地标。

全域服务体系的建立
与完善

20 世纪初，伴随澳大利亚联邦成立

与地方治理体系的完善，这一时期的图

书馆逐步从临时性文教场所迈向法定州

立文化机构，阅读的火种也从珀斯一隅

向全州广袤土地拓展。1951年，《西澳大

利亚图书馆委员会法案》颁布实施，以

法律形式明确了法定地位，建立起常态

化财政保障、馆藏建设、公共服务与现

代化治理架构，成立图书馆董事会统筹

运营。这一法案彻底破解了早期经费不

稳、定位不清、职能不明、发展无序的

困境，让图书馆事业真正步入法治化、

规范化、长效化的发展轨道。1956 年，

图书馆正式定名西澳大利亚州立图书

馆，与州博物馆、州美术馆并列，成为

全州三大公共文化支柱机构。

首任州立图书馆馆长弗朗西斯·奥

比·沙尔推动公共图书馆服务向基层延

伸，牵头搭建全州公共图书馆网络：

1954 年，首个地方分馆在约克镇开放，

至 1976 年全州已建成约 150 家地方图书

馆，同步建立起馆际互借与参考咨询体

系，实现了文献资源的跨区域流通。与

此同时，他推动本土图书馆专业教育与
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有效提升了全行业
的专业化水平。此后，进一步深化服务
全覆盖与区域化布局，1982 年实现全州
139个地方政府均设有公共图书馆，设立
11 个区域服务中心辐射偏远基层；1983
年上线自动化管理系统；1985 年迁入亚
历山大图书馆大楼，完成了空间扩容、
技术迭代、管理升级的三重跨越。这使
得西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从零散的单点
服务，升级为统一规范、覆盖全州的公
共文化服务网络。

集体记忆的留存与守望

一个多世纪以来，历任管理者与馆
员持续开展系统性的征集、抢救、整理
与保护工作，收藏殖民拓荒档案、淘金
热史料、海事记录、政府文献、原住民
文化遗产、移民族群史料、地方文学艺
术作品等珍贵文献。这些馆藏完整记录
了从蛮荒边陲到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
填补了澳大利亚西部区域史研究的空
白，更让濒临散佚的地域集体记忆得到
了系统性、永久性留存，在时代奔涌中
守住一方土地的来路与根脉。

此外，西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也使
得历史底蕴与现代功能共生共荣。哈克
特礼堂等历史建筑保留着百年前的文化
底蕴，持续面向公众开放服务，成为城
市活态的历史见证与民众共同的文化记
忆；新馆空间则不断拓展现代化服务场

景、完善全民服务设施，满足当代公众
的多元文化需求。与此同时，档案职能
逐步走向专业化：1945 年图书馆设立档
案分部，系统开展地方档案征集与保
存。1999 年设立独立查阅室，并定名为

“州档案办公室”。随着 2000年《西澳大
利亚州档案法》正式实施，进一步厘清
了典藏、档案、公共服务的职能边界，
让历史保护与公共服务协同发力、各尽
其责。

普惠服务的薪火相传

进入信息时代，西澳大利亚州立图
书馆主动顺应时代转型迭代，完成了向
现代公共文化空间、多元文化包容平
台、数字文脉传承阵地的功能升级，让
阅读的火种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的光亮。
1995 年，上线新一代图书馆管理系统、
官方网站与在线馆藏目录；1996 年实现
全馆互联网接入，同步启动珍贵文献数
字化保护与线上开放工程。数字化建设
打破了馆舍在物理空间与地域边界的限
制，让全球的研究者与普通民众都能便
捷获取西澳大利亚州的历史资源，实现
了文脉传承的创新性发展与跨时空传
播。在服务维度上，西澳大利亚州立图
书馆将全民阅读推广、公共文化活动、
地方历史科普、族群文化传承纳入核心
职能，尤其关注原住民文化保护与多元
移民族群的文化需求，以平等包容的理
念提供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务，践行全民
普惠、文化共生的理念。

西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从银行楼宇
里的千册藏书起步，在文化荒原上点燃
阅读火种，让星火终成炬火。它不仅是
一座文献宝库，更是地域文明的见证
者、守护者与传续者，在岁月长河中持
续照亮着民众的精神世界。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图书馆学科服
务中心主任）

——西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的百年变迁与文脉守望

□□ 张 丽

在 文 化 荒 原 上 点 燃 阅 读 火 种

丘濬 （1421—1495 年），亦
称丘浚，字仲深，谥号“文
庄”，广东琼山 （今海南海口）
人，历仕景泰、天顺、成化、
弘治四朝，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
殿大学士，是明代海南唯一入阁
参预机务的大臣，后世誉其为

“布衣卿相”。经世致用是丘濬治
学与从政一以贯之的核心精神，
也是其一生学术与事功的根本
底色。所谓经世情怀，是儒者
将个人学识与国家治理、社会
治乱、民生休戚紧密联结，以
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价值取向与
实践品格。丘濬起自边陲布衣，
终登庙堂之高，平生经世抱负
与治世思虑，尽倾注于 《大学
衍义补》160卷之中 （另有补前
书 1 卷、目录 3 卷，总计 164
卷），书中涵盖朝政、吏治、民
生、理财、兵刑等内容，展现
其超越时代的治理洞察力。

丘濬经世情怀的生成，植
根于家族庭训的濡染与仕宦生
涯的磨砺，是儒家理想与人生
体悟相融合的结果。丘濬7岁丧
父，由祖父丘普与母亲李氏抚
育成人。丘普时任临高县医学
训科，手书“可继堂”匾额，
对两孙分寄期许：长孙丘源

“承吾世业，学为良医，以济家
乡”，次孙丘濬“拓吾祖业，达
而为良相，以济天下”。这份

“良相济天下”的家族嘱托，在
丘濬心中埋下了经世济民的种
子。母亲李氏守节抚孤，持家
严正，即便丘濬后来入仕京
师，母亲仍“每谆谆以忠谨报
国为言”，将忠谨报国的品格刻
入其立身准则。家庭氛围的长
期浸润，使丘濬自幼便将个人
进退与家国兴衰紧密相连，确
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方向。

景泰五年 （1454年），丘濬
以二甲第一名登进士第，选翰
林院庶吉士，由此步入仕途。
此后 20 余年间，他历任翰林院
编修、侍讲、学士，官至国子
监祭酒，正如其进书表中所
言：“六转官阶，皆司文墨，莫
试莅政临民之技”。长期的馆阁
生涯，使其未能亲掌地方民
政、实地施展治术，却也让他
得以遍览皇家典籍，熟知历代
典章制度与朝政得失。这种

“平生所学，竟不得一施为”的
沉潜境遇，非但未消磨其济世
之志，反而坚定了他以著述经
世的路径选择——既不能身任
其事，便以笔为器，将平生治
世方略托诸典籍，供君臣施政
采择。数十年的思想沉淀，最
终催生了 《大学衍义补》 这部
著作。

《大学衍义补》的撰述，不
仅是丘濬经世思想的重要体
现，还是对儒家 《大学》 治道
体系的自觉补全。南宋真德秀
所撰 《大学衍义》，重格物致
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四
项“内圣”功夫，于“治国平
天下”的外王事业付之阙如。
丘濬有感于此，决意补其未
备，以“治国平天下之要”为
核心，博采六经诸史百家之
言，参照明代典制与现实弊
政，设立正朝廷、正百官、固
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
祀、崇教化、备规制、慎刑
宪、严武备、驭夷狄、成功化
十二纲目，下辖一百一十九子
目，系统填补了《大学》“八条
目”在制度施政层面的空白。
该书始撰于成化十五年 （1479
年），至成化二十三年 （1487
年） 成书，耗时近 10 年。其编
纂遵循“酌古道而施于今政”
的原则，每事皆先引经传史
事，再附以“臣按”抒发己
见，旨在从历代治乱兴衰中提
炼可资当世的治国方略。

丘濬的经济思想尤具前瞻
性。他明确提出，劳动产品的
价值由生产所耗费的劳动决
定，价值高低与劳动耗费量成
正比。这一朴素的劳动价值论
观点，比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
廉・配第的相关论述早了170余
年。在商业政策上，他主张

“民自为市”，反对官府过度管
控工商业，认为市场具备自我
调节能力，官府垄断定价只会
阻碍民间交易的自由开展。在
货币制度上，他提出“三币之
法”的改革方案：以白银为上
币，作为价值基准；纸钞为中
币，铜钱为下币，二者作为日
常流通工具；官府以白银储备
为基础调节钱钞比价，维持货

币体系稳定。这些主张在经济
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丘濬出身寒微，深知民间
疾苦，其民本思想的核心是

“藏富于民”。他在 《大学衍义
补》 中提出“民之富，即君之
富也”“古者藏富于民，民财既
理，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
将富民与富国相统一，认为民
生富足是国家强盛的根本。针
对明代中期土地兼并加剧、赋
役不均的弊政，他针对性地设
计了配丁田法：以既定年限为
界，此前民户田产虽多不咎，
此后每丁仅许占田一顷；同时
以丁配田、按田定役，田多丁
少者出银雇役，田少丁多者出
力当差，试图在平稳过渡的前
提下均平赋役负担，同时抑制
土地兼并的加剧。此外，他主
张放宽民间工商业与海外贸易
限制，通过加强商品流通实现
民富国强。

丘濬不是“以章句相高，
以清谈为尚”的书蠹，其经世
思想亦非空疏的理论推演，而
是始终贯穿着“道不虚谈，学
贵实效”的品格，实现了从

“体”到“用”的方法论转向。
他自幼“有志用世，于凡天下
户口、边塞、兵马、盐铁之
事，无不究诸心意”，重视对具
体政务的钻研。如果说真德秀

《大学衍义》的特点是“以理统
事”，侧重道德原则的阐发，那
么丘濬 《大学衍义补》 的特质
便是“以事见理”，将抽象的治
道原则拆解为可操作的条目。
这种“理在事中”的思路，消
解 了 传 统 儒 学 中 “ 理 ” 与

“事”、“体”与“用”的二元对
立，将经世之志从泛泛的道德
说教转化为依托专门知识的实
践，是中国古代经世思想的重
要发展。

这样的务实品格同样体现
于丘濬的仕宦生涯之中。在担
任国子监祭酒期间，面对当时文
坛尚险怪、重辞藻的浮靡文风，
他力倡“文以载道”“经世致
用”，在科举考校与日常教学中
痛抑空疏浮华之文，引导士子
关注实务、砥砺实学，极大扭转
了国子监的学术风气，对明代中
期学风转向产生了深远影响。针
对明代理学渐趋空疏、士大夫
多以谈心性博取名声的风气，
丘濬明确指出，空谈心性仅可
博取道德虚名，而广博的治国
识略才是国家真正需要的。

丘濬用一生诠释了何为经
世致用。他以布衣之身登宰辅之
位，与明代清官海瑞并称“海
南双璧”，成为后世岭南士子的
精神楷模。史学大家钱穆评价丘
濬“不仅为琼岛之大人物，乃中
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也”，正是对
其历史地位的精准概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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